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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促使了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第四项基本国家权力“监察权”的形成。根据相

应制度架构，原属于检察机关的绝大部分反贪职能，转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行使。而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

“监察机关”，其依法进行的职务犯罪调查，实质上成为刑事诉讼程序当中的一部分。监察与刑事诉讼

衔接的核心在于证据的衔接。《监察法》的出台虽为二者在证据衔接方面搭建了基础性框架。但由于相

关规定较为粗疏，证据衔接在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理解分歧和适用难题，传统的刑事证据理论在理论视

野、理论视角、理论内容和理论体系等方面均需进行调整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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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ha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fourth basic state 
power, “supervisory power”,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legisl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judiciary. Ac-
cord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he vast majority of anti-corruption func-
tions originally belonging to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National Super-
visory Commission for exercise. As a supervisory organ,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s 
lawful investigation of job-related crimes has essentially become a part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cor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pervision and criminal proceedings lies in the conn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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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Supervision Law” has established a fundamental framework 
for the connection of evidence between the two. However, due to the relatively crude regula-
tions,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difficulties in evidence 
connection in practice. Traditional criminal evidence theory needs to be adjusted or improved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conten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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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衔接与排除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监察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检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

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实际上，虽

然监察法对于监察证据如何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或者排除适用规则有了明确的规定，可在之前学界就

上述问题已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在当时受困于理论视野等方面的不足，以往的研究未能较好地解

释或解决有关问题，本文拟先探究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衔接的规范难题和实践难题，之后再根据得出

的结论考察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排除适用现状，立足于解决实务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对监察法与刑

事诉讼法的有关法条进行分析，尝试破解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衔接与排除难题。 

2. 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衔接与排除的立法现状分析 

2.1. 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衔接之偏狭性表征 

2.1.1. 刑事诉讼法仅赋予监察证据准入资格 
所谓的准入资格，是指监察证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作为案件证据材料进入诉讼程序的资格。在刑事

诉讼领域中，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情形并不少见。《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第 2 款规定：行政机关在

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实物类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刑事侦查机关无需再次取证[1]。这也就说明允许行政执法类证据以监察证据这一性

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证据资格仅指证据能够进入诉讼程序，证据能力是作为进一步的要求，需要保

证证据的对外显示形式和监察机关取证的过程符合法律规定，这才能证明证据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2]。
《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证据能力有着具体规定：一是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二是符合法定形式；三

是取证方式合法。其中取证方式合法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取证主体合法，也就是要求取证的实行者有

着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是取证程序合法，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监察证据准入资格着力解决的是取证主体

的合法性问题，注重的是门槛要求，而不是对于证据能力的论述。简单说来，就是监察证据虽然有了进

入刑事诉讼的门槛，但是这也仅仅算是第一步，在有门槛的基础上，经合法性审查后才能具备刑事证据

能力[3]。 
前面所提到的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取得的证据可以看作其具有监察证据的性质，所以在此基础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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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作仅具有刑事证据资格，而刑事证据能力待定。对于《监察法》第 33 条第一款 1的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释义》对此解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即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在后续的诉讼

程序中不再需要刑事侦查机关二次履行法定的取证手续，而这些具体诉讼程序门槛的证据后续是否能作为

处理相关案件的依据，还需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判断[4]。该观点在 2018 年 3 月正式公

布施行的《监察法》第 11 条中也有所体现：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

审查、提起公诉”。对比草案中的“移送起诉”四个字，正式文本中增加了“审查”这一词汇，也体现了

对于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只是规定了资格门槛，而不能具备完全的刑事诉讼证据能力。 

2.1.2. 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审查标准存在内部性盲区 
《监察法》实施后，监察机关具有三重特性，分别是对于检察机关的专职监督机关、具有中国特色

的反腐败机关、政治机关。监察机关依据监察法对职务犯罪进行调查，监察调查权和刑事起诉权二者权

力来源平行，虽然《监察法》对职务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固定等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为监检证据衔接

奠定了基础，但该规定较为系统、原则，且相关实施细则未跟上，导致监检衔接中的证据问题逐渐凸显。 
一是证据种类适用问题：根据《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此规定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监察

证据和刑事诉讼证据标准上具有同一性，此举可以避免监察证据转化或重复取证中的证据损耗和司法资

源浪费，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案件中的证据除上述五种证据外，还包含有鉴定意见、现场勘

验、检查笔录、被害人陈述等三种证据，由于监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特殊性(渎职犯罪中非法拘禁、暴

力取证等除外)，一般不存在被害人陈述这一类证据，但在贪污、渎职犯罪中可能存在鉴定、现场勘验等

证据的情形，在监察法未作明确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中涉及上述类型的证据时虽然监察机关已进行

收集固定，但因《监察法》未作具体明确在实务中仍对证据属性存在一定争议。 
二是补充调查问题，《监察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应当由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院在经过评判

后认为需要对有关情节或是证据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进行补充调查。即所谓的“二次调查”，

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监察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进行自行补充侦查。具体证据或是相关情节是否可以作为

案件审理的依据以二次调查的最终结果为限。但对于监检双方对有无补充调查必要性存在认识分歧时作

何处理，监察法未作出明确规范，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也仅作出了可以退回补充调查的规

定。2020 年国家监察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监察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意见(试行)》第 39 条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

经过审理调查认为相关事实缺乏真实性、不够清晰的、证据不足的，经过与移送的监察机关沟通协商后，

可以作出退回案件并予以补充调查的决定，具体的协商沟通是由检察院的职务犯罪调查部门与监察机关

负责移送案件的部门进行对接，对于作出退回补充调查的案件，监察机关应当认真对待并与相关人民检

察院加强沟通协商，顺利开展补充调查工作”，该意见中明确对于补充调查的案件，在退回补充调查前

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双方要先进行沟通协商，但对于监察机关坚持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

退回补充调查应作何处理仍未提出解决方案。 

2.1.3. 监察与刑诉证据在提前介入的衔接上存在问题 
2018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国家监察委联合制发了《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2，其中规定

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并进入审理阶段之后，可以书面商请检察院派专人介入调

 

 

1《监察法》第 33 条第一款：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

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2山东省监委、省检察院根据山东工作实际，共同印发了《山东省监察委员会与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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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于现有的证据标准、事实认定、案件定性及法律适用方面上存在的问题给出书面意见。此后，各

省级监察委和检察院也据此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文件，把监检衔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在实践中，监检衔接提前介入机制的运用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提前介入存在法理上的障碍：

《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均只对检察机关、监察机关之间相互配合、制约作了抽象的原则性规定，但

未就提前介入写入两法。在《监察法》实施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

在监察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方可启动审查起诉的刑事诉讼程序。 
单从检察机关在目前介入监察调查的做法上看，都是沿用了之前检察机关对于调查刑事诉讼犯罪或

是职务犯罪中的传统提前介入模式。在检察机关对监察调查活动无监督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当然不能

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进行提前介入工作，若根据《监察法》第四条第三款“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

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予以协助”的规定，将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定性为

一种协助行为的话，那么检察机关就案件审查后提出的意见也就变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参考意见，不具有

任何约束力和法律效力。二是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工作中也存在一定的程序障碍。监察机关书面商请提前

介入的案件已经明确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然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条第三款“重

大案件相关事项，应当由检察长决定，检察长应当根据案件事实的相关情况，将有关事实和处理意见提

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规定，在此规定下，如遇特殊情况下，案件事实上仍然在监察调查阶段当中，

检察委员会就检察机关尚未正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进行讨论，形成决议，向监察机关进行反馈，

在程序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障碍；同时，检察委员会在提前介入阶段就案件就作出了决定，案件移送审

查起诉后，承办案件检察官必然受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束缚，可能导致案件处理存在一定的风险。三

是提前介入主要是书面审查，不能确保检察机关全面了解案情并作出正确的处理建议。检察机关提前介

入案件，主要采取听取关于事实与案件的介绍、查阅卷宗材料等方式。因此检察机关其实并没有监察调

查的职责，而是依据现有的情况对所调查的案件给出意见，在此之前无权向被调查人、证人核实相关证

据，故只能根据监察机关提供的证据提出意见，存在“书面审查”之嫌。 

2.2. 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范中之离散性分析 

2.2.1. 实践中说理对象较现有排除规范所涵盖的更广 
第一，“可以使用类”排除问题较为突出。刑事诉讼中证据排除原则指的是“非法证据”排除，主

要是倾向于其自身的不合法性导致的排除，具有法定性和特殊性。例如刑讯逼供。此种排除方式可以被

看作是积极意义上的排除，但是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被动的消极排除。即证据本身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理
论)的要求，而不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当中的证据而被排除。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可以使用类”排除，

由于它属于未被肯定而排除的种类，因此也可以被称之为肯定性排除问题。往往包括非法定形式(种类)
的证据、监察机关在初步核实阶段收集的证据[5]等等。前面说到的法定排除证据属于是“违法性”问题，

那么诸如此类的肯定性排除问题就属于是“合法性”问题。 
第二，实践中所提到的“非法定型”证据的排除问题是远高于“法定型”问题的。前面说过刑讯逼

供或是通过暴力方法收集到的证人证言等都是刑事诉讼法中明确予以排除的法定情形。此处以(2019)宁
0424 刑初 60 号案为例，其中针对王某 1、王某 2 等玩忽职守罪的过程中，调查人员存在训斥、体罚被调

查人员的行为，同时监察机关并未向调查人提供应有的医疗服务，故当次询问的笔录予以排除。非法定

型指的是虽然现有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列举但是处于某种违法性因素所应当被排除的情形。例如：非

法扣押、非法留置、非法监视居住等。现实处理案件过程中该类情况出现的频率还是相当高的。此处以

曲某军行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为例，在调查期间调查人员无合法手续将被调查人长时间留在办案工作区配

合调查，未离开办案场所，形成的被调查人供述、自书材料予以排除。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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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应当是在被立案调查后，经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的，予以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

决定采取留置措施前，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限制被调查人的人身自由，通过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获

得的言辞证据，应当直接排除。 
实践中，“可以使用类”排除问题突出“非法定型”比“法定型”排除问题多，导致在实际审理过

程中法官说理时面对的对象，远比现在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所涵盖的内容要复杂。 

2.2.2. 法官对于监察证据排除原则缺乏足够说服力 
之所以说缺乏足够说服力是因为在条文依据上，过多地依赖和引用“万能条款”。即我们所说的《监

察法》第 33 条第一款，基本是在实际的刑事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无一例外地都适用该条款予以回应，

虽说 33 条更多地是侧重门槛准入的自身存在价值，但是在实践中都是直接引用此条款来将监察证据引入

实际审理过程中。虽然援引“万能条款”不一定存在问题，但特殊情况下被法官作为不解释条文的“挡

箭牌”属实是欠妥的。 
首先，针对现有的条文不予以解释，典型做法是辩方提出，为依法准许律师会见期间所取得的被告

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然而法官回应说该情形不属于刑诉法语境的“非法证据”。但是为什么不属于，

法官应当予以解释，然而却没有[6]。反而将问题又抛回了远点。在个别案件中，法官对于辩方所提出的

主张甚至是根本不予回应，不仅仅是不提及相关法律条文，而且也不进行相关解释。最后，部分案例中

法官哪怕解释了也是前后矛盾的，例如辩方提出某条犯罪线索应当按照排非原则予以排除，对此，法官

却回应说：该种犯罪线索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证据类型，具体是否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和

作为法定证据形式来表现出其所有的证据证明能力，要看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是根据

我国传统刑事证据理论，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即属于不合法证据，故法官的解释前后存在矛盾。 

2.2.3. 证据审查基准不同导致排非规则适用之争 
传统意义上监察证据的审查基准有两种，第一种是监察法规。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监察法》第 33

条第一款以及《监察法实施条例》第 59 条第三款规定“依照监察法和本条例”收集固定的证据材料可以

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第二种是刑事诉讼法。前文所述，《监察法》第 33 条第 2 款规定，监察机

关调查获取的证据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7]。但在监察调查工作实际中，往

往会基于监察法规与刑事诉讼法规取证规范上的差异性，产生三种适用的不同情形。部分地区也会因地

制宜，根据当地实际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

规定，制定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证据收集指引》，对监察证据的取证程序进行了规范[8]。 
第一种，二者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一致，此时，监察机关与刑事审判机关选择何种法规对现有的

证据进行审查和后续排非原则并无差异。 
第二种，监察证据的取证规范更为严格。《监察法》第 41 条第 2 款规定，监察机关开展讯问以及搜

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时，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而《刑事诉讼法》第 123
条第 1 款规定，侦查机关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时

应当同步录音录像。同时《刑事诉讼法》第 56 条第 1 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3 第 6 条规定，采取暴力、

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三，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取证规范更为严格。如《刑事诉讼法》第 59 条第 2 款以及最高法《关

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 25 条规定，若现有的案件审理证明材料不

 

 

3《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7 年 6 月 2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

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自 2017 年 6 月 27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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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证明目所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的，法院可以通知检察机关中负责证据调查或是校验的调查人员

出庭说明相关情况，而且规定必须调查人员出庭而不得是出具有关的签名盖章的书面材料。而《监察法

实施条例》第 189 条第 2 款、第 227 条第(一)项则规定，监察机关可以就被调查人的到案经过及量刑情节

等提供情况说明；在检察机关作出退回补充调查的决定后，可以对无法进行补充完善的相关证据提交情

况说明。此时，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则更倾向于适用监察法规。 
监察证据与常规刑事证据取证规范的不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机关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

实践中还发现，在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存疑时，相较于刑事侦查机关，人民法院对监察机关不能提供补充

证明的，更容易产生合理怀疑，甚至作出排除证据使用的决定。 

3. 监察与刑事诉讼证据衔接与排除的实践通路 

监察法规立足监察办案特色，在非大范围突破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对监察与刑事诉讼证据

的衔接进行初步探索，确保职务犯罪案件在不同程序间有序流转。 
同时我们也要了解，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证据衔接上已经有了初步探索，确保职务犯罪案件在不同

程序间有序流转，但由于前面所提到的监察法规较为原则，例如《监察法》第 33 条列举了“物证、书证、

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六种可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类型，并用

“等”字来列举后面未尽之意。而刑事诉讼法规有待进一步调整对接，监察与刑事诉讼排除方面仍存在

一些问题。因此对于监察与刑事诉讼在证据衔接与排除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要从以下衔接、排除

两大方面进行构建和完善。 

3.1. 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衔接过程之破局 

3.1.1. 建立“审判为中心”的诉前监察证据审查机制 
监察机关在职责划分上确实不属于司法机关，但是其可以将《监察法》作为调查依据，在针对职务

犯罪案件的监察调查如果进入司法程序无疑是要受到刑事诉讼法的制约，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法的庭审

程序中必须经过公诉机关、法庭、辩护人等方面的质证，最终才能使自身获得证据证明能力。其中一是

严格监察调查案件证据的审查标准，前文中提到目前的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仅仅是正式监察机关通过监

察行为所调查的证据具有了“出庭资格”，至于其真正意义上是否能够作为证据得以采纳，尚需经历证

据能力和证明力的检验，检察机关在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证据审查时必须坚持“审判为中心”的原

则，这也是后文中所提到的，监察机关提供的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9]。 
其二，要明确退回补充调查的强制效力及监督措施，若发生监察证据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情

形的，检察机关应当与检察机关进行协商，但是不能以协商作为退回补充调查的前置条件，协商不成则

检察机关行使退回补充调查的权利，监察机关不配合补充调查的，应明确监察机关进行补充调查或就补

充调查事项出具相关说明[10]。 
最后一点是要延展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范围，监察证据一般都出现在政治性强、

涉及职务钱财等较为敏感的犯罪，监察调查所涉及证据搜集不仅涉及职务犯罪问题，还应当对一些具体

问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11]。 

3.1.2. 深化监检证据衔接提前介入机制 
所谓的证据衔接提前介入，就是指在刑事诉讼法中要求的监察证据准入时间节点之前应当参与到案

件办理中，根据前面《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检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

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以及监察法第 33 条第 2 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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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等规定，在刑事诉讼程序证据衔接提前介入工作已成为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

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进一步深化相关机制。最后，检察机关要根据监察机关在提前介入环节

中所提交的监察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在监察法第 33 条第 3 款规定中：“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

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充分遵循刑事诉讼程序的诉前过滤作用，运用非法证据排除

原则来确保移送起诉的刑事诉讼案件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起诉标准，避免案件程序倒置和司

法资源的浪费。 

3.2. 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排除过程之逻辑建构 

3.2.1. 统一监察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范 
目前，刑事诉讼法所拥有的证据排除规则总共可以分为三大类，分别是非法证据、不可靠证据以及

瑕疵证据排除原则。 
《监察法》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实较为松散和粗糙，在证据排除的范围上，并未区分具体

的证据类型，过于笼统地采取“一刀切”办法将非法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排除在外[11]。这种模式可以被

看作是过于绝对的排除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属于是可以在职务调查犯罪领域更为快速地辨别证据违法

问题或是违法取证问题，但还是会出现增加办案难度的负面问题。前者问题出现后，虽然权衡利弊之后

也是推出了《监察法实施条例》4，其中规定了非法言辞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二者不同的排除规则，但是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对比起来，还是存在不小的差异。前文谈到因为二者关于非法

证据排除原则不同而导致的证据准入和认定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于是构建统一协调的监察与刑事诉讼

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应当扩大刑事诉讼中有关职务犯罪的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此处可以援引《监察法》规定：严

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以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监察法

实施条例》在此基础上做了细化，将非法方式规定为“暴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等”。其中监察法规对于通过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辞证据，监察法规更加倾向于应当予以排

除，这与目前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相比来说，程度更深。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明确规定了引诱、欺骗

等手段所获取的言辞证据或是其他物证证据都是应当予以排除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引诱和欺骗其实

有被使用的案例和传统，部分所获取的证据半真半假也是掺杂其中，处于违法的模糊地带，大部分都不

会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第二，应当完善监察取证环节中有关“重复供述排除规则”5 的例外情形。相较于刑事诉讼程序当中

对于调查人员非法取证之后还会另行安排调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监察法规并不重视和要求调查人员重

新讯问前告知被调查人现骨干去阿里以及认罪的法律后果。对此，监察法规应当与刑事诉讼相关规定做

到衔接，以此增强被调查人二次供述的可靠性。其具体做法可以为对监察机关重新获取的言辞证据程序

进行细化，让监察机关明确自身所需要遵循的告知和特别提示义务。 

3.2.2. 加快监察法规与刑事诉讼法的证明力审查标准衔接 
证明力又被称为证据价值，指一个证据所具有的证明某一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能力。在现阶段，监

察法规与刑事诉讼法规关于调查取证措施、证据种类的规定基本一致，但在取证程序和取证之后的证据

证明力审查判断上，监察法规还是显得势孤力薄，故应当加强二者在证据证明力审查上的有效衔接。 

 

 

4《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是为了推动监察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结合工作实际，制

定本条例。自 2021 年 9 月 20 日起施行。 
5重复性供述系指办案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第一次有罪供述后，之后再次进行讯问时虽然没有采

取刑讯逼供方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与第一次有罪供述相同的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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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主要的就是对标刑事诉讼细化监察取证规范，根据《监察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前面所说监察

法规规定较为单薄，导致监察机关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来判断收集固

定的证据是否符合刑事审判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弱化了监察法规的权威和监察证据的证明力。

故应当在此基础上，争取将监察规范对标刑事诉讼取证程序，细化监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手段、方式、程

序和标准，加快形成与监察诉讼相统一的犯罪证据取证规范。 
其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目前尚未拥有与之直接对应的刑事诉讼证

据类型。针对该证据的衔接我们一是要做到监察调查审问环境和刑事侦查讯问的整体方式和环境趋同，

对于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或是被告人都应当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相较于传统刑事诉讼，监察机关同

时要做好被调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监测，促使其忏悔反思、认真悔过。同时监察机关查办的职务

犯罪案件具有隐蔽性强、言词证据琐碎且复杂、实物证据少而难定义等特点，这就使得一直以来监察调

查人员对于言辞证据的依赖度较大。实务中。大部分的职务犯罪案件查办过程都属于是从口供去找证据，

这种办案方式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本末倒置的。忽视了实物证据的采集与固定。因此应当注重核实被调查

人供述、指认中涉及的隐蔽性物证、书证，确保这几部分之间能形成逻辑通顺的证据链条。 

4. 结论 

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制度源于实践，并必将在实践中逐渐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腐

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国家监察制度源于中国反腐

败的实践需要，也在反腐败的实践中逐步走向完善。鉴于监察证据在制度反腐中的根本性作用，监察与

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对于合力打击职务犯罪，确保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最终“落靴”具有决定性

意义。 
但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涉及诸多方面，冀其在实践中完善，尚需时日。为此，先行通过建立“审

判为中心”、深化监检证据衔接提前介入机制、诉前监察证据审查机制等方式完善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

中所面临的衔接与排除问题实属当务之急。 
总之，在监察制度改革之后，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与传统刑事诉讼证据的衔接和排除其实存在不

少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于准入门槛的不同以及证明力审查标准的不同，其中典型为“可以使用条款”“相

一致条款”“非法证据排除条款”以及“非法方式条款”在解释上的难题。实践中一方面是法官的实际

说理对象其实是超出现有排除规范所涵摄的范围。为此提出了在衔接与优化路径上的一些想法，最终的

解决方法还是要摆脱公式化的解决思路，关键是要结合个案来看是否具有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现有立

法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为这些特殊情形的存在预留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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